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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大方：自我建构视角下物质稀缺 

对慷慨行为的影响* 

赵  娜  段羽佳  张恒星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由资源稀缺导致的稀缺心态对人们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的关系上, 

当前研究还未有定论, 对二者矛盾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仍缺乏清晰的认知。本研究从自我建构视角下的面子切入, 

采用 3 项研究(5 个子研究)探讨了面子意识在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面子意识在稀缺

与慷慨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对于面子意识高的个体来说, 资源稀缺情境下他们的慷慨行为增加, 与资源丰富

的个体无显著差异; 而对于面子意识低的个体, 其慷慨行为则显著低于资源丰富的个体。(2)资源稀缺个体做出慷

慨行为的动机是为护面子, 而非挣面子。本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二者关系的深层心理机制, 有利于厘清稀缺与慷慨

行为的矛盾关系。 

关键词  稀缺, 面子意识, 挣面子, 护面子, 慷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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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稀缺 (scarcity)是由资源的真实缺乏或者感知

到的资源缺乏所引发的个体需要或欲望得不到满

足 的 一 种 心 理 状 态 ( 雷 亮  等 , 2020; Krosch & 

Amodio, 2019)。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会激发个体

对 整 个 世 界 资 源 稀 缺 的 感 知 (Laran & Salerno, 

2013); 信用卡账单提醒会激发个体的金钱稀缺感

知(Park et al., 2020)。由资源稀缺带来的稀缺心态对

个体的认知、情感及行为方式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O’ Donnel et al., 2021; Rad et al., 2022)。 

稀缺状态下人们的慷慨行为是更多还是更少

呢？资源消耗理论认为资源稀缺限制了个体做出

慷慨行为的可能性。从该理论出发, 研究认为资源

稀缺的个体竞争取向更高(Roux et al., 2015)、主动

捐款行为较少(Penner et al., 2005)、捐款额度也更低

(Korndörfer et al., 2015)。然而, 以社会情境理论出

发的替代性假设认为：资源稀缺的个体由于经常面

临生活压力 , 导致他们更具有情境主义的认知风

格、更依赖他人(Keltner et al., 2014)。基于此, 研究

认为, 资源稀缺的个体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的意愿

更强、更能关注到他人的福祉, 表现出更多的慷慨

行为(Durante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0)。针对上

述二者矛盾的关系, 当前研究已初步从稀缺的测量

标准(Malika et al., 2023)、亲社会行为的目标对象差

异(Kuang et al., 2021; Madsen et al., 2023)、亲社会

行为的类型(Han et al., 2023)、经济社会不平等情境

(Schmukle et al., 2019; Stéphane et al., 2015)等方面

进行了探讨。但整体来说, 当前对稀缺与慷慨行为

之间的作用机制仍缺乏清晰的认知。 

慷慨行为具有社会互动的属性(Thielmann et al., 

2020)。人际互动中的因素对慷慨行为复杂性的影

响值得关注。面子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 

是了解人们生活方式的关键, 对人际行为有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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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李艺敏, 赵娜, 2013; Tsang et al., 2013)。面子是

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微妙准则 , 对互动行为存在维

持、提升或减损的可能性(Chan et al., 2009)。因此, 

为更好地回应上述问题, 本研究拟从自我建构的视

角切入, 探讨面子意识在资源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

的作用。通过对本问题的探讨,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厘清资源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关系的矛盾性, 丰

富已有稀缺领域的理论研究。同时, 对于乡村振兴

道路上相对贫困个体的稀缺心态如何影响慷慨行

为及促进关系和谐等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1  自我建构视角下的面子 

自我建构理论认为, 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以及自

己与周围关系的认知是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表现

的重要因素(Markus & Kitayama, 2003)。Stephens

等(2014)将自我建构理论迁移到社会阶层的研究中, 

考虑到了资源分配在塑造自我与他人关系中的作

用。他们认为, 可支配资源较多的个体受外部环境

威胁较小 , 他们更关注与自身相关的目标和结果 , 

呈现“唯我主义” (solipsism)的认知模式, 而资源稀

缺的个体则更容易暴露在具有威胁的情境中, 更关

注外部环境而表现出“情境主义” (contextualism)的

认知模式。 

社会心理学中, 面子是指个体在某个特定情境

中的身份, 也是个体对其在特定情境中行为的社会

评价的认知反应(Hwang, 2006; 魏新东 等, 2023)。

人们会因为积极的社会评价感觉到有面子, 也会因

为消极的社会评价而感到丢面子(Han, 2016; Ho, 

1976)。尽管有研究者认为面子是人类的基本需要, 

但 其 在 中 国 文 化 下 尤 为 复 杂 (魏 新 东  等 , 2023; 

Hwang & Han, 2010)。有研究者将面子分为社会面

子(面)和道德面子(脸), 前者是通过个人努力、天分

或者能力获得的身份, 如学识、美貌和能力, 或者

财富与社会关系等; 后者则是对个体道德品质的社

会评价(Ho, 1976; Hwang, 2006; Qi, 2011)。个体在

社会互动中容易受到群体期望和社交规范的影响, 

社会面子与这些行为有更直接的关联(Zhang, Tian, 

& Grigoriou, 2011)。基于此, 本研究仅聚焦于社会

面子(面)这一层面。面子既可以是人格特质, 也可

以是一种随情境而变化的状态。当把面子看作是人

格特质时, 通常被描述为“脸皮厚”或“脸皮薄”, “脸

皮厚”的个体通常有较少的消极情绪, 而“脸皮薄”

的 人 在 有 不 当 行 为 时 通 常 更 容 易 感 到 丢 面 子

(Hwang & Han, 2010)。当面子是一种状态时, 它是

动态变化的, 个体是丢面子还是挣面子与他所处的

情境有关。依照于自我建构理论, 资源充裕者有更

高的“唯我主义”认知、资源稀缺者有较高的“情境

主义”认知, 可以看出对于面子意识较强的资源稀

缺者来说, 在面子情境的启动下, 他们的行为方式

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1.2  面子在资源稀缺与慷慨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慷慨行为 (generosity)是指个体愿意给他人提

供比平时或预期更多的帮助或支持, 如时间、金钱

等(Park et al., 2017)。人类受益于他人的慷慨行为, 

但是需要他人付出资源, 因此标准的经济理论无法

解释该行为(Park et al., 2017)。当前, 稀缺感与慷慨

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如有研究认

为, 由资源稀缺引发的竞争导向会使人们将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放在与他人竞争上 , 而减少慷慨行为

(Nhim et al., 2019), 稀缺的个体分享行为也显著减

少(Petersen et al., 2014)。Korndörfer 等(2015)采用

具有代表性样本的 8 个研究发现, 低社会阶层个体

的亲社会行为显著低于高社会阶层个体。然而, 也

有研究结果相反 , 发现“穷大方”现象(having less, 

giving more)。有数据显示, 美国低于 25000 美元收

入的家庭将其收入的 4.2%捐给了慈善机构, 而收

入 100000 美元及以上的家庭仅贡献了 2.7% (Louie 

& Rieta, 2018)。还有研究发现, 收入较高的个体对

于困境中的陌生人给予的帮助更少(Piff et al., 2010)。 

研究认为, 面子是解释社会互动复杂性的关键

(Kim & Nam, 1998)。在稀缺的情况下, 面子意识水

平不同的个体的慷慨行为表现也可能不同。慷慨行

为与他人或社会的利益直接相关, 涉及到社会关系

敏感性, 而面子意识强的个体对社会关系的敏感性

更强, 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Zhang 

& Zhou, 2023)。面子意识会驱使人们按照被认可的

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行事, 甚至会牺牲个人利益以获

得声望和好印象(Hardy & Van Vugt, 2006)。如有研

究发现, 面子意识高的个体更遵守社会规范, 做出

更 多 的 亲 环 境 行 为 (Wu et al., 2022; Shi et al., 

2018)。在社交策略上, 面子意识高的个体多采用社

交回报策略, 通过帮助他人来换取别人的认可和支

持(Brañas-Garza et al., 2017; Leimgruber, 2018)。面

子意识高的个体更多是通过他人的认可和支持来

获得自尊心的满足和愉悦感(Jiang & Shan, 2016; 

Jin & Kang, 2010)。Xie 和 Shi (2021)采用中国的贫

困者作为被试, 结果发现财务贫困的个体表现出更

多的亲社会行为, 特别是在公共环境中, 突出了中

国人面子意识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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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即使在物质资源稀缺

的情况下, 面子意识强的个体仍然有可能会做出慷

慨行为, 即常说的“穷大方”。与之相反, 对于面子

意识较低的个体来说, 由于外部的评价和认可并不

是主要的动力来源, 他们在决策上更加理性、客观, 

也能更好地处理社交评价所带来的压力, 不受消极

情绪和生理成本的影响(Kesebir, 2017)。换句话说, 

面子意识低的个体, 在物质稀缺的情况下能更加理

性地考量自身的经济状态, 为应对物质资源的有限

性而做出较少的慷慨行为。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

出假设 1： 

假设 1: 面子意识在稀缺与慷慨行为的关系中

起调节作用。对于面子意识高的个体来说, 资源稀

缺情境下他们有更多的慷慨行为, 与资源丰富的个

体无显著差异; 而对于面子意识低的个体, 其慷慨

行为则显著低于资源丰富的个体。 

1.3  慷慨：挣面子还是护面子？ 

当前研究把面子分为挣面子(gaining face)和护

面子(avoid losing face)两个维度(Hwang, 2006)。当

个体受到积极或消极的社会评价时, 挣面子和丢面

子两种过程有截然不同的感受(Hwang, 2006)。如果

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角色的要求, 就可以“挣面子”, 

享受有面子带来的积极感受; 否则, 就会“丢面子”, 

承担丢面子在情绪和生理上带来消极影响(Kim & 

Nam, 1998)。评价挣面子和丢面子的标准不同, 以

学业水平为例, 当自己的学业水平超过平均标准时, 

就能为自己挣面子, 但是低于平均标准时并不一定

会丢面子(Ho, 1976)。只有个体的表现低于他所处

地位的最低水平, 才会丢面子(Zhang, Cao, & Grigoriou, 

2011)。 

面子管理理论(face management theory)认为 , 

当个体受到面子威胁时, 他们对于护面子的需求就

构 成 了 一 种 极 其 强 烈 的 社 会 动 机 (Goffman & 

Newill, 1967)。这是因为丢面子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远远大于挣面子所带来的积极后果, 如丢面子会让

个体在情绪上感到愧疚、尴尬, 人们可以不挣面子, 

但是一定会避免丢面子(Liao & Bond, 2011; Wang 

et al., 2021)。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 与挣面子不同, 

护面子与个体的防御机制有关(Cupach & Carson, 

2002)。当个体面临丢面子时, 护面子对于保护个体

的自尊与社会认同感有积极的作用。整体上来看, 

尽管个体必须展示超预期的社会表现才能让自己

获得面子, 但是为了避免失去面子, 个体还需要保

持他们的社会表现要在一定可接受的水平上(Ho, 

1976)。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在物质稀缺的情况

下, 人们更多地因为护面子(而非挣面子)做出慷慨

行为。提出假设 2： 

假设 2: 护面子在物质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起

中介作用。 

1.4  研究概览 

慷慨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不同, 会导致稀缺对慷

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Kuang et al., 2021)。个体自

身特征和他人特征都会对社会互动产生影响(Van 

Doesum et al., 2017)。以往有研究探索了社会阶层

对陌生人的慷慨行为(Piff et al., 2010), 也有研究把

慷慨行为的对象指向同学或朋友(Benenson et al., 

2007)。本研究选取两种慷慨类型, 以验证是否能得

出一致性的研究结果 , 即慷慨对象指向同学/朋友

的人际慷慨行为以及指向第三方组织的遵规/公益

性慷慨行为。 

本研究共采用 3 个研究(5 个子研究)来验证上

述假设。研究 1 通过研究 1a 和研究 1b 两项子研究

来完成。通过操纵个体的稀缺感知, 研究 1a 设置常

见的“随份子”生活情境、研究 1b 设置“请客吃饭”

对饭店选择的情境, 探讨面子意识在稀缺与慷慨行

为之间所起的作用。研究 2 (研究 2a、研究 2b)在研

究 1 的基础上, 通过设置遵规/公益性慷慨行为, 同

时测量个体的稀缺心态, 并操纵面子的重要性感知

来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 3 采用问卷测

量的方式, 探讨挣面子和护面子在稀缺与慷慨行为

倾向之间所起的作用。 

2  研究 1：关系性慷慨行为 

2.1  研究 1a：“随份子”场景下的慷慨行为 

2.1.1  被试 

本研究为单因素实验设计, 包括物质稀缺组与

物质充裕组。采用 G*Power 3.1, 设置效应量(f2 = 

0.25), 统计检验力(1 − β)为 0.80 时, 计算出本研究

计划样本量为 128 人。正式实验通过见数(Credamo)

平台收集数据, 该平台的数据可信度在以往研究中

验证良好(宋琪 等, 2023)。在问卷中, 我们添加了 2

道探测题目, 以筛选不认真作答的被试。最终, 实

验共有有效被试 198 名, 其中男性 67 人(33.8%), 

女性 131 人(66.2%)。平均年龄为 30.58 岁(SD = 8.25), 

年龄分布从 19 岁到 56 岁。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个

实验组(每组各 99 人)。 

2.1.2  研究程序 

首先, 我们采用以往研究中采用的稀缺操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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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操纵被试的物质稀缺感(Bickel et al., 2016)。稀

缺组被试将阅读到一段关于“自己面临失业, 在找

到新工作之前没有任何收入”的文字材料; 而充裕

组被试则阅读到一段关于“自己工作调动, 并且工

资涨薪 2%”的文字材料。材料阅读结束后, 被试需

描述在该情境下的生活状态与感受并书写下来, 要

求他们书写的内容越多越好。随后被试需回答问题

“目前而言 , 如果我的收入不增加 , 生活很难维持

下去”, 作为操纵性检验。 

其次, 被试需要完成慷慨行为的情境测验。本

研究设置的慷慨行为情境为“居住在同城的宿舍舍

友乔迁新居需要随份子”。指导语中明确“随份子的

数额没有统一标准, 但是一般会在 100 元−500 元之

间”。阅读情境后需要回答“你最终决定随份子的金

额数为____?” 我们将被试最终愿意随份子的额度

作为慷慨的测量指标。 

再次, 被试需要完成面子需要量表(Zhang, Cao, 

& Grigoriou, 2011)。该量表共包含 11 道题目, 代表

性题目有“我尽力隐瞒自己的缺陷不让他人知道”。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90。 

最后, 被试完成一系列人口统计学变量, 包括

性别、年龄、收入等。 

2.1.3  研究结果 

(1)操纵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操作性检验题项进行检

验, 结果显示稀缺组被试的稀缺感(M = 4.37, SD = 

0.84)显著高于充裕组被试(M = 2.55, SD = 1.12), 

t(196) = 13.01, p < 0.01, Cohen’s d = 1.84。表明本研

究中稀缺感的操纵是成功的。 

(2)面子意识在物质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的调

节作用 

首先, 我们对本研究中的随份子金额进行了正

态性检验, 结果发现, 随份子金额的偏度(skewness)

为 0.59, 峰度(Kurtosis)为−0.32, 依据偏态小于 2, 

峰态小于 7, 即可视为正态分布(Finney & Distefano, 

2006)。因此, 本数据适合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分析。 

为了探讨面子意识在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的

调节机制, 我们采用 process 3.2 插件中的模型 1, 

将稀缺作为自变量(稀缺组编码为 0, 富裕组编码为

1), 面子意识作为调节变量, 随份子的具体金额作

为因变量进行调节作用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在控

制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月收入之

后, 面子意识在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显

著, β = −0.29, t = −2.01, p < 0.05, 95% CI = [−0.5682, 

−0.0055]。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 对于稀缺

组的个体来说, 面子意识显著正向预测他们的最终

随礼金额, β = 0.63, t = 3.35, p < 0.01, 95% CI = 

[0.2581, 0.9945]; 然而对于富裕组的个体来说, 面

子意识对他们的最终随礼金额没有显著影响, β = 

0.07, t = 0.38, p = 0.70, 95% CI = [0.2581, 0.9945], 

见图 1。该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 1。 
 

 
 

图 1  稀缺与面子意识对随礼金额的交互作用 

 

2.2  研究 1b：“请客”场景下的慷慨行为 

2.2.1  被试 

同研究 1a, 本研究为单因素实验设计。采用

G*Power 3.1 计算, 本研究计划样本量为 128 人。

通过见数平台共招募有效被试 188 名(男性 57 人, 

30.3%), 被试平均年龄为 29.99 岁(SD = 8.04), 年龄

分布范围从 20 岁到 59 岁。被试被随机分配到稀缺

组(95 人)和充裕组(93 人)。 

2.2.2  研究程序 

首先, 被试需要接受稀缺感的操纵, 具体操纵

同研究 1a。紧接着, 被试完成慷慨行为的情境测

验。本研究中的慷慨行为情境改编自以往的研究范

式(Jeong et al., 2019), 通过设置“请客吃饭”的情境

进行。具体为“在此阶段的某一天, 你和你同事一起

去吃饭。你决定今天由你来买单。目前有两家饭店

符合你的要求, 请你在以下两家饭店中选择”。 
 

饭店 1 饭店 2 

人均 119 元 人均 149 元 

 

针对以上情境, 被试接下来要回答以下问题：

(1)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选择第一家饭店？(2)你在

多大程度上愿意选择第二家饭店？接着, 被试需要

完成面子意识量表的测量。为了从不同的角度来测

量面子, 本研究采用 Chan 等人(2009)的面子意识

量表, 共包含 8 道题目, 代表性题目如“我讨厌被轻

视”。量表采用 7 点计分, 得分越高, 代表个体的面

子意识越强。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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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α 为 0.85。完成量表的测量后, 被试需要完成人

口统计学变量的填写, 具体包括年龄、性别、婚姻

状况和月收入。 

2.2.3  研究结果 

(1)操纵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操作性检验题项进行检

验, 结果显示稀缺组被试的稀缺感(M = 4.36, SD = 

0.70)显著高于充裕组被试(M = 2.48, SD = 0.88), 

t(186) = 16.27, p < 0.001, Cohen’s d = 2.38。表明本

研究对稀缺的操纵是成功的。 

(2)面子意识在物质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的调

节作用 

以稀缺与否、面子意识高低及饭店类型为自变

量, 被试选择饭店的意愿为因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

量为控制变量, 对所得数据进行混合因素协方差分

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稀缺的主效应显著, 稀缺

组个体选择 119 元饭店的意向(M = 5.49, SD = 0.17)

显著高于选择 149 元饭店(M = 3.22, SD = 0.17), F(1, 

179) = 10.56, p < 0.01, 偏 η² = 0.09; 面子意识的主

效应显著, 面子意识低的个体选择 119 元饭店的意

向(M = 5.55, SD = 0.18)显著高于面子意识高的个

体(M = 3.50, SD = 0.18), F(1, 179) = 5.39, p < 0.05, 

偏 η² = 0.03。 

同时研究结果还发现, 稀缺与否、面子意识高

低与饭店类型之间的三重交互作用显著, F(1, 179) = 

5.98, p < 0.05, 偏 η² = 0.03。接下来我们分别分析

不同面子意识水平下稀缺与饭店选择之间的交互

作用。 

对于面子意识低的个体来说, 稀缺与饭店类型

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79) = 15.37, p < 0.01, 偏 η² = 

0.16。具体来看, 对于面子意识低的个体来说, 稀

缺组被试选择 119 元饭店的意向(M = 5.88, SD = 

1.47)边缘显著高于富裕组被试(M = 5.26, SD =  

 

1.61), t(79) = 1.95, p = 0.05, 但是在 149 元饭店上, 

稀缺组被试的选择意向(M = 2.69, SD = 1.48)的意

向显著低于富裕组被试(M = 4.31, SD = 1.75), t(79) = 

−4.66, p < 0.01 (见图 2 左)。 

对于面子意识高的个体说, 稀缺与饭店类型之

间不存在交互作用, F(1, 95) = 1.17, p = 0.28。具体

来说, 稀缺组被试选择 119 元饭店的意向(M = 5.11, 

SD = 1.92)与富裕组被组被试(M = 5.17, SD = 1.67)

没有显著差异, t(95) = −0.17, p = 0.86; 同样, 在

149 元饭店的选择上, 稀缺组个体的选择意向(M = 

3.95, SD = 1.92)与富裕组被试(M = 4.38, SD = 1.67)

无显著差异, t(95) = −1.69, p = 0.11 (见图 2 右)。 

2.3  研究小结 

研究 1 采用 2 项子研究(研究 1a 和研究 1b), 分

别用中国常见的人际互动行为“随份子”和“请客”两

个场景作为关系性慷慨行为, 探讨了稀缺和面子意

识与在人际交往情境下的慷慨行为的关系。研究结

果发现, 在物质稀缺组, 对于面子需要强、面子意

识高的个体来说, 他们“随份子”的金额和请客所选

择饭店的价位与充裕组的个体并无显著差异。此研

究结果验证了假设 1。基于研究 1 所设置的情境均

为人际情境, 考虑这些场景涉及到了人际关系的圈

层问题(都限于朋友), 研究 2 将把慷慨行为扩展到

遵规 /公益性慷慨行为的情境 , 分别采用“财务分

配”和“公益捐助”两个场景, 同时操纵被试对面子

重要性的感知, 进一步拓展探讨物质稀缺、面子意

识与慷慨行为之间的关系。 

3  研究 2：遵规/公益性慷慨行为 

3.1  研究 2a：“财务分配”场景下的慷慨行为 

3.1.1  被试 

本研究同样为单因素实验设计。个体的稀缺心

理通过问卷测量来完成, 同时启动面子重要性(高  

 
 

图 2  稀缺与面子意识在选择不同饭店上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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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低 ) 。 同 样 按 照 研 究 1a 使 用 的 方 法 , 采 用

G*Power 3.1 计算研究所用的样本量, 计划采用样

本量为 128 人。正式实验通过见数平台共招募有效

被试 190 名(男性 68 人, 35.8%)。被试平均年龄为 

29.23 岁(SD = 7.27), 年龄分布范围从 19 岁到 52

岁。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面子重要组(96 人)和面子不

重要组(94 人)。 

3.1.2  研究程序 

被试首先需要完成稀缺感的测量。本研究把个

体的稀缺心态作为一种特质, 采用贫困心态量表来

测量(Sharma & Alter, 2012)。贫困心态量表共包含

11 道题目, 代表性题目如“由于缺钱, 家庭日常消

费也会给我带来很大压力”。采用 7 点计分, 1 代表

“一点也不符合”, 7 代表“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代表

个体的贫困心态水平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内部

一致性系数 α 为 0.95。 

随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面子重要和面子不重

要两组。两组被试将分别阅读一段文字材料“词典

中对面子的解释为：面子是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

而获得的社会地位和评价。面子对人们来说很重要/ 

一点也不重要。请您至少写出 5 条面子重要/不重要

的理由 , 并给予尽可能详细的解释”, 以此来启动

面子的重要性感知。随后被试需要回答“你在多大

程度上认可面子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面子启动

是否成功的操纵检验。题目采用 5 点计分(1 = 一点

也不重要, 5 = 非常重要), 数字越大代表个体越认

为面子重要。 

其次, 被试需要完成慷慨行为倾向的测量。本

研 究 采 用 改 编 自 以 往 的 研 究 范 式 (Clobert et al., 

2015)。具体内容为：请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彩票游

戏中赢得 10 万人民币, 你会怎么分配这笔钱？请

具体说明你将要分配的资金比例 , 并简要描述它

们。向被试呈现资金分配比例表, 请他们分别填写

分配给自己、家人、朋友、慈善机构的资金百分比。 

最后被试需要完成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填写, 包

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和月收入等。 

3.1.3  研究结果 

(1)操纵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操作性检验题项进行分

析 , 结果显示面子重要组被试的面子重要性感知

(M = 5.23, SD = 0.64)显著高于面子不重要组被试

(M = 2.27, SD = 1.04), t(188) = 23.72, p < 0.01, 

Cohen’s d = 3.45, 表明本研究对面子的操纵是成

功的。 

(2)稀缺、面子重要性对金额分配的交互影响 

接下来, 我们以稀缺水平(稀缺 vs. 充裕)和面

子重要性(重要 vs. 不重要)为自变量, 资金的分配

比例为因变量, 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教育水平、

月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为协变量, 对所得数据进

行协方差分析。与前人研究相同, 本研究将分配给

他人的资金数量(除自己之外)作为慷慨行为, 具体

包括分配给家人、朋友、慈善机构和其它四个部分。 

研究结果发现, 在分配给他人的比例上, 稀缺

的主效应显著。稀缺组的个体分配给他人的比例(M = 

37.05, SD = 1.74)显著低于充裕组个体分配给他人

的比例(M = 47.21, SD = 1.79), F(1, 181) = 15.13,  

p < 0.05, 偏 η² = 0.08; 面子重要性的主效应不显著, 

面子重要组分配给他人的比例(M = 42.51, SD = 

1.69)与面子不重要组分配给他人的比例(M = 41.75, 

SD = 1.66)之间无显著差异, F(1, 181) = 0.15, p = 0.74。 

稀缺与面子重要性同样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F(1, 181) = 4.38, p < 0.05, 偏 η² = 0.07。简单效应分

析结果显示, 对于面子不重要的个体来说, 稀缺组

被试分配给他人的比例(M = 35.41, SD = 15.11)显

著低于充裕组被试(M = 49.70, SD = 18.66), t(92) = 

−4.07, p < 0.01, Cohen’d = −0.38 ; 而对于面子重要

的个体来说 , 稀缺组被试分配给他人的比例(M = 

40.25, SD = 16.89)与充裕组被试(M = 43.24, SD = 

13.95)无显著差异, t(94) = −0.94, p = 0.35。具体见

图 3。 

 

 
 

图 3  稀缺心态与面子重要性对自己、他人资金分配比

例的交互作用 
 

3.2  研究 2b：“公益捐助”场景下的慷慨行为 

3.1.1  被试 

本研究中个体通过问卷来测量稀缺, 同时通过

操 纵 来 启 动 面 子 , 为 单 因 素 实 验 设 计 , 通 过

G*Power 3.1 计算研究所用的样本量, 计划采用样

本量为 128 人。本研究通过见数平台共招募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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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名(男性 79 人, 41.14%)。被试平均年龄为 30.48

岁(SD = 8.60), 被试年龄范围从 20 岁到 56 岁。被

试被随机分配到面子重要组(95 人)和面子不重要组

(97 人)。 

3.1.2  研究程序 

被试首先需要完成稀缺感的测量以及面子的

操纵(同研究 2a)。与研究 2a 不同的是, 本研究更改

了慷慨行为的测量情境。被试首先会看到一则倡议

书(如图 4 左), 倡议居民为建设广场贡献力量。随

后, 为验证被试是否认真阅读倡议书, 请他们回答

“倡议书中所涉及到的具体设施包含几套健身器

材？”, 如果被试回答错误, 则该被试的数据作废。

随后被试需要围绕倡议书中的内容回答：(1)您在多

大程度上支持倡议书中的内容？(2)您在本次募捐活

动中的捐款意愿为？以上均为 1−7 点计分, 得分越

高, 代表个体愿意捐助的意愿越强。(3)假如您是该

社区的一员, 您在本次募捐活动中愿意捐助的金额

为      元(请您在 0−500 元之间进行选择)。最后, 

被试需要完成一系列的人口统计变量的填写, 具体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月收入。 

3.1.3  研究结果 

(1)操纵检验结果 

本研究同样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面子重要性

的操纵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面子重要组被试的面

子重要性感知(M = 5.35, SD = 0.63)显著高于面子

不重要组被试(M = 2.18, SD = 1.03), t(190) = 25.64, 

p < 0.01, Cohen’s d = 3.72, 表明本研究对面子的操

纵成功。 

(2)稀缺与面子重要性感知对个体捐款意愿的

作用 

首先, 我们对本研究中的捐款金额进行了正态

性检验 , 结果发现 , 捐款金额的偏度(skewness)为

0.64, 峰度(Kurtosis)为−0.21, 依据偏态小于 2, 峰

态小于 7, 即可视为正态分布。接下来, 为探讨稀缺

与面子重要性对个体捐款意愿的影响, 我们以稀缺

水平和面子重要性为自变量, 个体愿意捐款的金额

为因变量, 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教育水平和月

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等为协变量, 对所得的数据

进行了协方差分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稀缺和面

子重要性对个体的捐款金额主效应均不显著 , 然

而二者在个体的捐款意愿上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F(1, 177) = 3.57, p < 0.05, 偏 η² = 0.02 。简单效应

分析结果显示, 对于面子不重要的个体来说, 稀缺

组被试愿意捐款的平均金额(M = 66.62, SD = 6.86)

显 著 低 于 充 裕 组 被 试 (M = 90.69, SD = 8.14),   

t(93) = −2.83, p < 0.01, Cohen’s d = −0.84; 然而, 

对于面子重要的个体来说 , 稀缺组被试愿意捐款

的平均金额(M = 81.97, SD = 7.80)与充裕组被试  

(M = 77.58, SD = 7.26)无显著差异, t(95) = 1.30, p = 

0.21。具体见图 5。 

3.3  研究小结 

本研究通过 2 项情境实验(研究 2a 和研究 2b), 

以资金分配和社区捐助为实验情境, 并通过操纵面

子的重要性进一步探讨了稀缺和面子重要性对慷

慨行为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

设, 对面子需要高的个体来说, 资源稀缺的个体与

资源充裕的个体在分配给他人的资金比例(研究 2a)

以及平均捐款金额(研究 2b)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但

是对面子需要低的个体来说, 资源稀缺的个体无论

在分配给他人的资金比例上还是在平均捐款金额

上都显著低于资金充裕组的个体。研究 3 将进一步

探讨稀缺影响慷慨行为的路径。 

 

      
 

图 4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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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稀缺与面子重要性对个体捐款意愿的交互作用 
 

4  研究 3：挣面子还是护面子：稀
缺影响慷慨行为的路径 

在研究 1 和研究 2 的基础上, 本研究采用问卷

测量的方法, 探讨挣面子和护面子两个面子的维度

在稀缺影响慷慨行为中的作用。 

4.1  被试  

同样使用 G*power 计算样本量, 中等效应量为

f2= 0.25, 统计检验力(1 − β)为 0.80, 计算得共需要

被试 210 人。本研究通过见数平台招募被试 300 名, 

回收到 299 份有效问卷(男性 86 人, 28.8%), 被试平

均年龄为 31.27 岁(SD = 6.88), 年龄范围从 19 岁到

58 岁。未婚 81 人(27.10%), 已婚 217 人(72.60%), 离

异 1 人(0.3%); 初中及以下 18 人(6%), 本科生 211

人(70.6%), 研究生以及以上学历 70 人(23.4%); 月

收入在 5000 元以下的有 53 人(17.7%), 5000~10000

元的 108 人 (36.1%), 10000~20000 元的 107 人

(35.8%), 20000 元及以上 31 人(10.40%)。 

4.2  测量工具 

稀缺感。本研究采用贫困心态量表来测量个体

的稀缺感(同研究 2a)。 
 

面子意识。采用面子需要量表(Zhang, Cao, & 

Grigoriou, 2011)。该量表共包括挣面子和护面子

两个维度。其中挣面子分量表包括 6 道题目 , 代

表性题目如“我希望在别人眼里 , 我比大多数过

的好”。护面子分量表包括 5 道题目 , 代表性题目

如“我尽力隐瞒自己的缺陷不让他人知道”。量表

采用 7 点计分 , 1 代表“一点也不符合”, 7 代表“非

常 符 合 ”, 总 分 越 高 , 代 表 个 体 挣 面子 和 护 面 子

的意愿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90, 其中挣面子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89, 护面子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

为 0.91。  

慷慨行为。使用 Smith 和 Hill (2009)编制的人

际慷慨量表(interpersonal generosity scale, IGS)。该

量表共有 10 道题目, 代表性题目如“在我与他人的

关系上, 我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 “我在做决策时, 

经常会考虑到其他人”。量表采用 7 点计分, 1 代表

“一点也不同意”, 7 代表“非常同意”, 总分越高说明

个体慷慨行为意向越强。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85。 

4.3  研究结果 

4.3.1  共同方法检验偏差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

偏差检验。结果发现, 最大公因子解释总变异量的

28.28%, 小于临界标准 40%, 表明本研究数据并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3.2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中所有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结果见表 1。

从表中可知, 贫困心态与挣面子和护面都呈中等程

度的相关(r = 0.20, r = 0.36, ps < 0.01); 贫困心态与

人际慷慨存在中等程度负相关(r = −0.18, p < 0.01),  

表 1  本研究中的描述性统计数据(n = 299)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 1         

2 年龄 31.27(6.88) — 1        

3 学历 5.19(0.58) — — 1       

4 婚姻 1.74(0.46) — — — 1      

5 月收入 2.39(0.90) −0.06 0.41** 0.27** 0.49** 1     

6 贫困心态 3.03(1.30) 0.13* −0.26** −0.06 −0.26** −0.34** 1    

7 挣面子 4.81(1.31) 0.08 −0.19** 0.06 −0.06 0.04 0.20** 1   

8 护面子 3.60(1.48) −0.03 −0.33** −0.06 −0.32** −0.31** 0.36** 0.46** 1  

9 人际慷慨 5.84(0.66) 0.04 0.21** −0.11 0.25** 0.29** −0.18** −0.06 0.30** 1 

注：性别：“1”男, “2”女; 学历： “1” 小学及以下、“2” 初中、“3” 普高/中专/技术/职高、“4” 专科、“5”本科及以上; 婚姻状况：“1” 

未婚、“2”已婚、“3”离异; 月收入：“1” 5000 元以下、“2” 5000~10000 元、“3” 10000~20000 元、“4” 20000 元及上。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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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面子与人际慷慨相关不显著(r = −0.06, p = 0.42),

然而护面子与人际慷慨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 = 0.30, 

p < 0.01)。 

4.3.3  挣面子和护面子在稀缺与慷慨行为中的中

介作用 

采用统计软件 Mplus 7.0, 以贫困心态为自变

量, 人际慷慨水平为因变量, 挣面子和护面子为中

介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 对所得数据

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样本采用 bootstrap 

1000 次, 并采用 95%和 99%的置信区间。数据结果

显示, 模型为饱和模型。模型的总体中介效应显著

β = 0.12, p < 0.01, 99% CI = [−0.19, 0.01]。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比为 0.12 / [−0.21 + 0.12] = −130% 。具体

到两条路径来说, 稀缺通过挣面子对人际慷慨意向

的影响不显著, β = 0.02, 95% CI = [−0.01, 0.05]。然

而, 稀缺通过护面子对慷慨行为的影响显著, β = 

0.11, p < 0.01, 95% CI = [0.02, 0.21]，见图 6。 
 

 
 

图 6  挣面子/护面子在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的作用 
 

4.4  研究小结 

本研究通过问卷测量的方法, 通过对 299 名样

本进行测量, 探讨了挣面子和护面子在物质稀缺与

人际慷慨行为之间的作用。研究发现, 对于物质资

源稀缺的个体, 他们并不会为了挣面子而做出慷慨

行为, 但是他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而做出慷慨

行为。该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2。 

5  讨论 

当前有关物质稀缺与慷慨行为的关系, 相关研

究结果还是不一致的。本研究以自我建构视角下的

面子为出发点, 通过 3 项研究(5 个子研究)探讨了

面子意识在物质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的关系。该研

究丰富了已有的研究视角, 为更好地理解不同社会

情境下人们的慷慨行为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5.1  资源消耗导向 vs 社会情境导向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人们在做出慷慨行为时

是更看重自己的资源消耗还是会更依赖于当时所

处的社会情境？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不考虑个体面

子需要的前提下, 资源稀缺对个体的慷慨行为具有

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然而 , 基于情境认知差异 , 

稀缺与慷慨行为的关系也会随着个体的自我建构

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资源消耗理论认为只有拥有丰富资源的人才

会做出亲社会行为, 因此资源的稀缺会限制亲社会

行为的发生(Penner et al., 2005)。研究认为, 即使个

体有很强的利他倾向, 但是当做出与金钱有关的决

策时, 资源的限制使得个体在资源分配上有更高的

权衡成本, 需要做出更多的评估(Shah et al., 2018; 

Dolan et al., 2021)。本研究结果认为, 在资源稀缺

客观存在的条件下, 慷慨行为仍然不会消失。按照

以往研究, 这可能因为稀缺经历会增加个体的同理

心(Cui et al., 2022); 也有可能是因为资源稀缺的人

们更愿意通过共享资源的方式期待回报(Raihani & 

Bshary, 2015)。更为重要的是, 在中国文化情境下, 

由于“关系”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 从自我建构的

视角出发去理解资源稀缺对慷慨行为的影响显得

尤为重要。若要正确理解物质稀缺与慷慨行为的关

系, 需要同时考虑到资源消耗与个体所处的社会情

境。尽管面子在各个国家存在, 但是在以集体主义

为主导文化的地域, 这种依赖性的文化使面子的重

要性更加突出(魏新东 等, 2023)。个体的自身价值、

表现与社会形象都需要接受他人的检验, 而个体亲

社会行为的展现是得到他人中肯评价的重要手段

之一。当然,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城乡社会结

构开始从二元到一元转变, 个体的居住流动性增强, 

使 得 人 际 关 系 网 也 开 始 逐 渐 变 得 疏 浅 (Zhang & 

Zhao, 2023; Zhao et al., 2021)。面子这一受文化情境

影响变量也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生改变。在这种

情况下, 对于资源稀缺的个体来说, 他们的慷慨行

为是否也会发生改变？ 

5.2  穷大方：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穷大方”是指拥有物质财富较少的人比拥有

更多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到慷慨或捐赠的行为。目前

已 有 学 者 从 经 济 学 角 度 解 释 “穷 大 方 ”现 象 。 如

Novemsky 和 Kahneman (2005) 从 损 失 厌 恶 (loss 

aversion)的观点出发, 认为资源稀缺的人由于自己

有物质困难的经历, 因此他们更愿意通过表现出慷

慨行为以减轻失去的痛苦。基于以往的研究基础, 

本研究从心理学的视角认为, “穷大方”更多是个体

通过做出慷慨行为来维护自尊水平、社会认同等心

理感受的一种方式, 是个体防御机制的表现。 

面子管理理论(face management theory)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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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在受到面子的威胁时, 他们对于挣面子、防

止 丢 面 子 的 需 求 构 成 一 种 极 其 强 烈 的 社 会 动 机

(Goffman & Newill, 1967)。通过努力防止丢面子(也

即护面子)来保证自己免受由消极情绪带来的心理

困扰。研究指出, 那些对消极评价比较敏感、倾向

于自我保护的个体会更加竭力地避免丢面子(张新

安, 2012)。挣面子并不是人人都需要, 但是丢面子

却是人人都努力避免的。这是因为丢面子带来的后

果更严重, 因此护面子作为一种防御功能来维持个

体社会关系得以正常进行(Cupach & Carson, 2002)。

本研究为以上结论提供了理论支撑, 我们的研究结

果同样发现, 物质稀缺的个体会因为护面子而做出

慷慨行为, 该研究结果为以往的研究提供了证据支

持。从此角度上来说, 个体由于爱面子而做出的慷

慨行为即是用以维护自尊和社会认同, 从而反映出

个体对自我价值的感知并完成与他人建立连接的

需求。物质稀缺情况下, 个体通过做出慷慨行为来

呈现积极形象以降低社会评价的负面影响。当然, 

过度追求面子会引起严重的消极后果 , 如攀比心

理、虚荣心理等。如何在面子维护自尊与带来消极

影响之间做好平衡, 并进一步探讨面子作为防御机

制的心理机制和影响, 是未来应该关注的方向, 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5.3  稀缺心态与个体的心理与行为 

Shah 等(2018)在认知资源有限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整合认知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个体

在面临资源稀缺时的行为决策模式(De Bruijn & 

Antonides, 2022)。资源稀缺导致个体形成稀缺心态

(scarcity mindset), 稀缺心态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

判断和决策(Huijsmans et al., 2019)。然而, 当前有

关稀缺的相关研究主要依赖于国外的研究成果, 我

国对稀缺及其影响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雷亮 

等, 2020)。当前, 中国的脱贫攻坚已取得胜利, 绝

对贫困消失, 但是相对贫困在一段时间内仍将依然

存在。相对贫困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如慷慨行为、

合作行为)尤其值得研究者的关注。相对贫困者的

亲社会行为意识还比较薄弱, 在很多合作行为中存

在严重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现象(许增巍  等 , 

2016)。对相对贫困个体的稀缺心态以及亲社会的

相关研究可以促进社会和谐, 科学治理相对贫困。 

有关相对贫困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有研究以中

国的农民为样本发现, 长期资源稀缺的中国农民的

亲 社 会 意 识 很 强 , 他 们 更 愿 意 合 作 (Yang et al., 

2020)。Banerjee 和 Duflo (2007)的调查结果显示, 那

些较为贫穷的个体, 通常会在购买赠与朋友节日礼

物上花费更多的金钱, 财富匮乏和资源稀缺的个体

反而更乐于捐赠(Kraus et al., 2010)。也有研究从宏

观层面发现, 在资源相对稀缺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

下的个体的合作行为更多(Henrich et al., 2001)。针

对这些研究结果, 当前研究认为, 这是因为稀缺的

个体对他人有更强的依赖性(Samu et al., 2020)。但

是总体来看, 这些研究目前还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 

对其相应的心理机制以及相应的边界条件研究较

少。从文化的视角探索哪些文化元素在二者关系中

起作用, 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5.4  研究局限与思考 

首先, 研究需充分考虑稀缺、慷慨行为以及稀

缺与慷慨行为关系的复杂性。本研究以“随份子”和

“请客吃饭”的场景作为关系性慷慨行为, 以 “资金

分配”和“社会捐助”的场景作为遵规/公益性慷慨行

为作为因变量的测量, 然而这些情境均采用的是实

验室模拟的方法。有研究认为, 从实验范式上来说, 

个体在实验室模拟情境中与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境

中做出决策时所采用的策略是不同的(Dolan et al., 

2021)。当前也有研究采用了真实的指标来测量个

体的稀缺水平 , 如拥有的汽车数量(Paul & Rana, 

2012)。但是大部分研究仍然采用的是实验室情境

启动及自我报告的结果(如：阶级标签选择)。同时

稀缺的类型也非常复杂, 如从时间维度上可以分为

长期稀缺和短期稀缺(Shah et al., 2018), 从类型上

物质、时间和心理稀缺, 不同类别的稀缺对个体心

理及行为影响的机制也不尽相同 (Cannon et al., 

2019)。未来研究可以同时考虑不同稀缺类型对慷

慨行为的影响。 

其次,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 无法验证面子意

识高的个体在做出慷慨行为之后的心理与行为。俗

话说“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 都表明

了稀缺个体在做出慷慨行为之后的主观体验, 那么

如何看待由于面子意识驱动而做出慷慨行为？同

时, 受客观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收集数据在 2022 年

11 月份左右, 受客观条件限制, 本研究的数据全部

来自于线上收集。未来研究可以尝试通过线下收取

的样本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总之, 尽管本研

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但仍然存在一些

研究局限需要后续研究加以改进, 尤其是一些潜在

的边界条件和心理机制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 

最后, 未来实践中需要思考面子在慈善助推及

社会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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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激发慷慨行为, 从此角度来看, 可以充分发挥

面子的角色以助推个体的慷慨行为。然而, 如果个

体过分受面子的影响, 又会给个体带来较大的社会

压力和心理压力, 不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如何平

衡面子发挥作用的火候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本研究

给乡村振兴下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乡村地区作为人口较为稠密的区域, 社会交往与互

动频繁, 适度的慷慨行为可以促进社会信任、减轻

紧张情绪, 增进人际关系质量, 形成更加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此外, 适度的慷慨行为也可以帮助贫

困地区的人们获得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促进社会公

正,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乡村地区经常面临资源短

缺的问题, 例如水资源、土地和劳动力匮乏。了解

稀缺心态的不同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乡

村地区居民的行为模式。如果能够在政策制定和实

施中考虑到稀缺心态的因素, 那么能更好地促进慷

慨行为和互助精神的发展。 

6  结论 

以自我建构视角下的面子意识为切入点, 采用

问卷调查、实验模拟相结合的 3 个研究(5 个子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面子意识在物质资源稀缺与慷慨行

为之间的作用。研究发现, 对于资源稀缺的个体来

说, 高面子意识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慷慨行为; 资源

稀缺个体做出慷慨行为的动机不在于挣面子, 而在

于护面子。本研究首次从面子视角来解释“穷大方”

这一日常现象, 有利于帮助厘清当前研究中资源稀

缺与慷慨行为关系的矛盾性。同时, 对于乡村振兴

道路上如何促进相对贫困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有重

要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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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arcity and generosity continues presenting 

contradictions. The theory of resource depletion suggests that scarcity of material resources limits the possibility 

of individuals engaging in generous behavior. An alternative hypothesis from the social context theory posits 

that individuals facing resource scarcity possess a more context-dependent cognitive style and are more re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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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thers, thus being more attentive to others’ well-being and displaying greater generosity. To address this 

conflicting relationship, some studies have explored relevant discussions on the measurement standards of 

scarcity. However,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effects of scarcity on generous 

behaviors is still lacking. To better address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this study intends to approach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construction and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face consciousness between the two. We argue 

that face consciousness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arcity and generous behaviors. 

Specifically, individuals with low face consciousness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f scarcity on 

generous behavior. Conversely, for individuals with high face consciousness, the impact of scarcity on generous 

behavior was not significant. Furthermore, material scarcity prompts generous behavior through a lack of face 

motivation. 

    Three studies (comprising five sub-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validate the hypotheses mentioned above. 

Study 1 (Study 1a and Study 1b)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material scarcity on generous relational behavior. By 

manipulating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scarcity, Study 1a utilized common life scenarios like “sharing a bill” 

and Study 1b focused on the scenario of choosing a restaurant for a meal,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 consciousness, scarcity, and generous behavior. Building on Study 1, Study 2 (Study 2a, Study 2b) 

incorporated scenarios involving rule-compliance or charitable generous behavior, measured individuals’ 

scarcity mindsets, and manipulated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face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factors. Study 3 employed a questionnaire-based measur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s of gaining face 

and giving face in the tendency toward scarcity and generous behavior.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Study1 (Study1a and Study1b) revealed that to those who experience material 

scarcity, individuals with a high face consciousnes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mount spent on 

“sharing a bill” and the choice of restaurant for a meal compared to individuals in the affluent group. The results 

of Study 2a showed that, regarding the proportion allocated to others, scarcity and importance of face showe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Simple effect analysis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for individuals for whom face was not 

important, the proportion allocated to others in the scarcit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affluent group. However, for individuals for whom the face was important, the proportion allocated to others in 

the scarcity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to that in the affluent group. Similar research 

results were obtained in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scenario in Study 2b. The results of Study 3 (n = 299) indicated 

that individuals facing material resource scarcity did not engage in generous behaviors to gain face for 

themselves. However, they exhibited generosity in upholding their own fac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scarcity on generous behavior, indicating that scarc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generous behavior. However, based on one’s perception of the 

situ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arcity and generous behavior also changes with an individual’s 

self-construction.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propose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at being 

generous despite limited resources is more of a way for individuals to maintain their levels of self-esteem and 

social identity through generous actions, a manifestation of an individual’s defense mechanism. By studying the 

scarcity mindset of relatively impoverished individuals and conducting research related to prosocial behavior, it 

is possible to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nd scientifically manage relative poverty. 

Keywords  scarcity, face consciousness, gaining face, saving face, generous behavior 

 


